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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方法

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

——— 《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序

麻国庆

　　摘　要：家在具有较强流动迁徙特性的勉瑶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家屋与家

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一书对杨成志先生早期在乳源瑶山田野点进行了追踪

研究，对勉瑶的家进行了文化与社会结构两方面的细致分析。书中作者强调以夫妻为主轴

的家的纵向延续理想在构建过山瑶的亲属制度、社会结构、族群文化、历史记忆、民族认

同及国家想象等过程中的价值。在不同民族共生的中国，家族的视角是研究不同民族社会

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民族的研究不能离开家族这个参照系。

关键词：家；民族认同；追踪研究；《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３５／ｂｅａｙｎ１８０１

我一直关注华南的瑶族等山地民族在民族与国家、族群与区域、中心与周边、全球与地方等学

术范畴中的意义。为此，我在华南区域，尤其是南岭走廊做过多次田野调查。１９８９年，我和黄淑娉
老师带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生前往广东阳春的铁峒瑶族村寨做暑期田野实习。１９９０年，我到北
京大学跟随费孝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陪同他前往南岭一带做田野考察。在湘西南，与粤赣

交界的汝城县，我们发现有一群人自称 “延寿人”，语言、习俗等均与周边群体有一定差异，他们强

烈要求政府将他们识别为 “瑶族”。①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我曾先后两次对颜复礼和商承祖所调查的
广西凌云瑶族地区进行追踪回访。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我又分别带领本科生赴广西龙胜潘内红瑶村寨
和广东连南油岭排瑶村寨进行追踪回访。

何海狮的这部关于南岭走廊瑶族的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亦是对我一

直关注的话题的延续与拓展。他的田野点在粤北乳源方洞瑶族村。我和他确定这个田野点的另一层

重要原因是基于延续中山大学学术传统的考虑：这个点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创者杨成志先生的早

期田野点之一。１９３６年冬，杨成志先生带领研究生王兴瑞、江应睴等前往方洞 （当时称 “荒洞”）

进行田野考察，调查成果在当时中山大学的 《民俗》杂志上发表。我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不应该

让这些珍贵资料自此尘封，而应该秉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出于这个考虑，我

和何海狮同学商议，让他做方洞的人类学追踪研究。

实际上，粤北瑶山是早期中山大学的民族研究的重要领域。１９４１年春，杨成志先生再次带领研

１☆理论与方法　



①

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９年，我让何海狮同学前往汝城做短期回访调查，发现他们已经正式被认定为 “瑶族”。



究生梁钊韬、王启澍等前往乳源瑶山，对其中的乌坑瑶族村进行田野考察，调查成果亦在 《民俗》

杂志上发表。更早些的１９３８年，作为中山大学前身之一的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霍真 （ＲＦＦｏｒｔｕｎｅ，
１９３９）带领社会研究所的部分学生到粤北连南瑶山的油岭排调查排瑶生活情况，随后其成果陆续在
《岭南科学杂志》发表。这些成果包括排瑶的历史渊源、社会组织、家庭与婚姻、生计模式、宗教与

信仰、语音体系等方面内容。

一、追踪与再研究相结合

何海狮随我读博士研究生以来，和我在海南、广东、广西等不同民族地方进行过田野调查，在

对不同区域调查的基础上，最后，我们确定以杨成志先生早年的调查地———方洞为田野点。以广东

粤北乳源瑶族为研究对象，考察瑶族社会的整体变迁。方洞是杨成志先生的早期调查田野点。开始，

博士论文实则是一项对人类学的追踪研究。然而，当年杨成志等人发表在 《民俗》杂志上的调查研

究成果，均为专题式的调查报告，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歌谣传说、房屋建筑等，不一

而足，而且调查时间也较短。这实际上为追踪研究添加了一些障碍。

何海狮和我讨论后，认为此项追踪研究不能完全延续和采用当时的分篇专题报告形式。经过讨

论，我们决定将这些专题报告打散重读，不拘泥于单篇或多篇的内容，而是将当初这些珍贵的研究

成果作为方洞的整体社会与文化背景来看。我觉得，追踪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过程本身，即 “时空

穿越”自身的学术价值。这至少体现在两点上，第一，具有传统研究的接续。不管追踪研究采用何

种形式，都是对传统研究生命力的再次彰显。换言之，接续研究本身就有其学术价值。第二，在时

空转变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动，引出许多学术话题，如传统与现代、断裂与延续、

流动与变迁等。我特别强调 “时空穿越”本身在学术上的意义，并鼓励学生对前辈田野点进行多种

形式的追踪调查研究。即便是前辈所记的某种仪式、某个现象、某种建筑消失了，在这 “无”中，

我们也可以读出很多丰富的内容，读出 “有”来，我曾开玩笑说这是 “无中生有”吧。何海狮在方

洞进行初步调查后，向我表达了对能否完成此项追踪研究的担忧。我当时 “搪塞”了他，只是让他

继续深入做田野调查，给他宽宽心。其实，我心中有数，这类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追踪本身。现在看

来，何海狮同学的这份 “答卷”，也再次印证了我的说法。

他在田野调查的中期，带我来到了方洞。至今进村的道路旁还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越往里走，

崎岖的山路越加陡峭，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开车的司机一直很紧张。然而，快到方洞村口时，在高

山峻岭中出现了一块谷地，种着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小溪的流水声不时地与山谷相呼应，发出了

仿佛佛境中的悠扬乐声。进到村里，陶渊明在 《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场景不时浮现在眼前。村里

的人们非常朴实、热情，杨先生当年调查时所记述的一些建筑依然存在，先生的眼睛似乎还在看着

我们。此时，我深感当年杨先生等前辈学者来此调查的艰辛。当然，现在这里的生活与内地的乡村

已没有多大差别。经过踏勘，我更加相信不能囿于传统的追踪研究模式，而是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变

迁过程和现在所呈现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

纵观何海狮的调查，他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方洞瑶族的家及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看瑶族

社会的内在特点和变迁过程。这样，杨成志等前辈调查中关于瑶族经济、组织、宗教、歌谣、房屋

等方面的描述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显然，这种追踪研究方法与传统追踪研究有一定差别。

何海狮的追踪研究并未直接延续前辈的核心话题。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 “追踪研究”与 “再研

究”相结合，一方面，接续杨成志等前辈的诸多探讨，以历时性观点，在 “时空穿越”中把握方洞

瑶族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又沿着自身的思路进行，这思路就是家及其社会结构。① 在博

士论文中他强调以家为中心的社会延续的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考察瑶族家庭与村落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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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２２页。



《家先单》、度戒、盘瓠传说等主题。

二、类型比较与民族认同

在我和何海狮数不清的讨论中，恩师费孝通先生早期对瑶族的研究及其 “六访瑶山”对南岭民

族走廊的研究，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在对瑶族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瑶族的研究，是

费孝通先生一直在推动的研究课题。早年，费孝通先生与妻子王同惠女士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

查，如果不是意外事故，他们将继续调查大瑶山的其他几个支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费孝通先生准备
重续大瑶山调查，可惜年事已高，只能作罢。费先生于是倡导年轻学者继续这项研究，他希望从广

西大瑶山的调查出发，继而扩展到对南岭走廊的瑶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费先生提倡将 “解剖麻

雀”的微观调查和宏观上的类型比较法相结合，强调在 “解剖麻雀”的基础上，通过类型比较法将

瑶族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对宏观问题，诸如迁徙问题、认同问题、民族分合问题等的研究。比如，

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广西大瑶山的瑶族认同问题：

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说不同语言的集团，陆续进入瑶山，由于共同的利益，团

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汉族就把他们统称为瑶族，终于形成了现代的讲不同语言、有不同

服饰、在习俗上也有一定差异的，由几个集团形成的叫做瑶族的统一体。为此，我们不能

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但我们也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

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的集团组成，而且还讲着分属三个语支的五种语言。于

是这里便产生了诸多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语言、风俗习

惯、经济方式等方面能承担多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

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怎样能在

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

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开辟出广阔的园地。①

费先生的这一连串问题，涉及瑶族研究乃至更广大区域，包括对南岭走廊诸多民族的研究，但

目前还没有很好地推进。我也试图接续费先生的研究脉络，将南岭走廊或更大的区域作为思考的背

景。我用 “民族”与 “区域” “中心”与 “周边” “记忆”与 “认同”等多组概念进行深入思考。

发现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深化对瑶族的认知。

何海狮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费孝通先生关于 “解剖麻雀”和类型比较的研究主张。

在我看来，他目前的这本专著，在一定程度上也尝试以勉瑶为对象，试图回答费先生关于瑶族认同

困惑中的 “民族共同体”问题。何海狮认为，勉瑶的凝聚核心就是其独特的家先观念以及与之相结

合的勉瑶的家及社会结构。在这个核心的影响下，勉瑶社会特有的度戒仪式、十二姓氏瑶族传说、

《家先单》等文化要素，发挥了创造族群边界、形成族群认同的作用。

何海狮认为粤北勉瑶的家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即一方面在继嗣与祭祀过程中，不断排除旁系，

注重个体家庭的延续；另一方面，瑶人又极为注重原家，并以原家为起点，构建神话、传说及故事，

达成一体感。这里所说 “原家”指的是较为原初的始祖，在他的田野点方洞通常指两个人，一是乳

源盘姓瑶族的始祖盘安衫，另一个是瑶族公认的始祖盘瓠。他指出，在方洞，瑶人并不关心彼此之

间的具体谱系关系，但是皆认同是上述二人的直接后裔，并由此形成族群认同。也就是说，由原家

出发构建族群认同，最直接的表现是基于姓氏的族群认同。

回到勉瑶所谓十二姓瑶传说，则这种族群认同更加鲜明。十二姓瑶人分散各处后，还愿祭祀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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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１０卷），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式也渐趋各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瑶族各方努力下，创立统一的瑶族 “盘王节”，其节日实质就是十

二姓瑶人的祭祀与还愿仪式。何海狮指出，渡海神话的内核是对原家的记忆，十二个姓氏是以血缘

为基础对原家进行缅怀，而还愿仪式所纪念的不单是保护他们祖先的神灵，更重要的是再次重申族

群多灾多难的过去，以及十二姓瑶人的认同事实。①

简而言之，何海狮试图从家的向度解答瑶族民族共同体问题。那么，与此相承接的问题是瑶族

作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山地民族，“家”与 “国”的关系如何，亦即瑶族与国家的互动究竟如何？

三、“无山没有瑶”与 “国家在场”

２０１２年夏，我和何海狮前往广东省乳源县调查。当时我们和乳源县合作，在乳源建设了一个田
野调查基地。我们刚到乳源时，正值县民族宗教局举办瑶文培训班，于是我让何海狮也去参加。这

个瑶文培训班很有意思，名叫 “世界过山瑶瑶语瑶文培训班”。其中 “世界”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指的是这个培训班是世界性的，即学员来自全球各地。泰国、缅甸和老挝的年轻瑶人

都来参加，听说越南和美国的瑶人原来也计划来参加的，但由于政策、签证等原因未能如愿。第二

层含义，指的是瑶语瑶文是世界瑶人通用的。当然这里的瑶语指的是优勉话即瑶族人数最多，迁徙

最广的一个支系的语言。在培训班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瑶人聚在一起，居然可以用优勉话进行简单

交流。第三层含义，指乳源县政府自称乳源是 “世界过山瑶之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陆续有东
南亚和美国瑶人前往乳源瑶山寻根。他们中的一些盘姓瑶人认定乳源瑶山的盘姓开山祖盘安山就是

他们的祖先。姑且不论这种认定是否为历史事实，但至少从目前东南亚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以及

度戒仪式等文化遗产来看，他们的祖先曾在广东瑶山停留与居住过。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过山瑶具有的高度的流动性。“流动”一词牵涉出瑶族研究中的

许多话题。从我这些年来在南岭瑶族村寨，以及我的学生所做的调查看，“流动性”也是认识现代瑶

族社会的关键词。针对南岭的瑶族至少有几个话题可以广泛讨论。第一，瑶族生计方式的流动性。

在费孝通先生倡导下，胡起望和范宏贵的 《盘村瑶族》一书就以瑶族生计转型为主要内容。该书将

盘村瑶族的生计模式定义为 “游耕”，以显示瑶人耕作方式有游牧民居无定所之意。第二，物的流

动。其中包括与生计相关的生产工具的流动。作为文化承载物的 《家先单》和 《过山榜》，显示出

流动迁徙是瑶人社会的重要特质。第三，瑶人在流动中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与融合。其中包括各民族

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的往来共生 （“货郎”经济、“认老庚”习俗），以及民族间的区隔、排挤与交融。

在此基础上，如何看待 “国家在场”与瑶族流动，也是何海狮在书中思考的内容。瑶族从平地

到山地的迁徙过程，伴随着王朝体系的扩张。这涉及斯科特的关于 “逃离国家”的思考。② 在一定

时期内，南岭就是一个 “Ｚｏｍｉａ”，后来，明清两代朝廷对这片 Ｚｏｍｉａ兴趣渐浓，但实际上依旧无法
完全控制这片区域。到了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后，这片区域完全丧失了 Ｚｏｍｉａ的特性，成为国家控
制区域的一部分。

实际上，Ｚｏｍｉａ特性在这一地区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何海狮在此基础上借用并
拓展 “界域”一词的意涵，来描述这种模糊状态。他指出界域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强调界域内人

群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也是何翠萍等人的用法。第二层，强调 “界域”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

而突出界域内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与互动及其对彼此社会型构造成的重要影响。其中，他尤

其强调第二层含义。他认为，南岭走廊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特质和其与外部民族、社会、国家的交流

密切相关，交流本身是塑造其社会特质的重要因素，而交流必然带来模糊、交叠和不确定性的边界。

他进一步指出，高地的 “界域”本身无法超然于 “界域”之外，这里的悖论是，高地一方面追求

４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１８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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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６３～２６７页。



“无国家”设计，一方面又处处与国家勾连。不过，这似乎并不见得是坏事，事实上，南岭山区的山

地民族在这种既想 “自主”，又 “不由自主”的情境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南岭山地文明”。①

还须注意的是，根据何海狮的研究，这种高度迁徙性在讲优勉话的瑶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而这个支系也是瑶族中人数最多的支系。现在分布在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瑶族大多为这个支系。区

域不同，这个支系的名称也不同，比如，在乳源，他们被称为 “板瑶”“箭头瑶”或 “过山瑶”，而

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他们被称为 “盘瑶”。不过由于语言相通，他们的自称往往相同，称为 ［ｍｉｅｎ］。
为研究之便，我们也常用 “勉瑶”称呼这个支系。

对勉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整个瑶族历史的梳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胡起望和范宏贵在费孝
通先生提出的关于开展广西大瑶山社会调查的倡议下，开始调查大瑶山瑶族五个支系中的盘瑶。当

听完胡起望和范宏贵为何选点盘瑶村落为调查点的理由后，费孝通先生意识到，讲勉话的盘瑶可能

是瑶族的民族基础，他们在游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游散成分，构成了各地瑶族的共同

体。② “勉瑶作为瑶族基础”的说法给我们很多启发，对勉瑶进行多角度 “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

究，将能揭示更多关于瑶族变迁的细节。

四、从家族到民族

传统上所说的中国的家族，主要是指汉族社会的家族，而作为不同民族共生的中国，家族的视

角也是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民族的研究不能离开家族这个参照系。在

一定意义上，家族是社会文化延续的基础。特别是在瑶族社会中，通过对家族记忆和现时的社会结

构的分析，对于认识瑶族社会的民族认同与村落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何海狮将瑶族的家先观念及家的结构放在一起考察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将人类学

研究中文化传统与社会传统相结合的考察瑶族社会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我在 《家

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中的研究思路，就是将文化上的家和社会结构上的家结合起来思考汉族家族

的特质。但此种思路如何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呢？何海狮的研究就具有这种视角，

他在家族记忆、社会结构和民族认同相结合的路径上展开对瑶族 “家”的相关研究。

比如，他从对瑶族的家先信仰的研究角度切入，继而与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相勾连。这与福忒斯

关于非洲的研究思路类似，福忒斯经典的 《非洲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一文认为，祖先崇拜的形成，

主要是由于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家的延续。因此，对祖先崇拜的研究应直接与对相关社会结构的研究

相结合。福忒斯以塔伦西社会的祖先崇拜为案例指出，从祖先崇拜的本质概念来讲，其崇拜群体的

界限是由亲属制度、血缘关系及婚姻来规定的。他强调 “祖先崇拜根植于家庭、亲属制度、血缘关

系及社会制度”。换言之，福忒斯非常重视祖先崇拜在人群界定和区分中的作用。他说：“祖先崇拜

并不单纯在于对血统和系谱的不朽的记忆。其目的只是简单地数学式地区分个人与群体，以便明晰

相互的合法性地位。这显然不是一种纯宗教性质的祖先的仪式崇拜所必须的。”按照福忒斯的观点，

对于祖先崇拜，不能作为纯宗教的性质去理解，而更应该强调其对社会结构的贡献，即区分人群、

明晰合法性问题等。③ 显然，何海狮延续了这种思路，试图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对瑶族社会，尤

其是家和家先的特质进行把握。在文化上，他强调瑶族的家先观念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对度戒等仪

式的信仰；在社会结构上，他指出瑶族社会是以家为中心的直线谱系结构。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作

者提出的瑶人社会是 “以夫妻为主轴的家的纵向延续理想”。作者认为，这是推动勉瑶社会运行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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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理念及社会结构。

事实上，在民族研究中，家族记忆、祖先传说、社会结构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视角。王明珂在

《华夏边缘》一书中对此有过较为系统的讨论。他指出，如同家庭中父母记住子女生日，家族成员记

得开创祖一样，一个族群也需要强调其共同的起源，并且经常以共同的仪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强化这

些集体记忆，甚至建立永久性的纪念物来维持集体记忆。① 而家族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基础，由此

可进一步讨论族群和民族的认同。

何海狮的研究表明，勉瑶的民族认同，与他们特有的 “家” “族”特质直接相关。纵向延续的

“家”的理念，是实践中形成的瑶族族群认同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由此形成的十二姓氏的 “族”

的传说与仪式信仰，则构成瑶族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表面上是源于并借鉴于汉族的 “家族”

文化，经过瑶人的转变，发酵为瑶人民族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石。

何海狮指出，勉瑶族群认同的维系方式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盘瓠神话、渡海神话、还

愿仪式、家先信仰等，这些皆与勉瑶以姓氏为基础的原家记忆有密切关系。家先信仰自不必说，信

仰的核心就在于直线型的家的延续。盘瓠神话追溯的是瑶人的始祖，盘瓠作为瑶族的原家，在瑶族

重要的还愿仪式及度戒仪式中均被记忆和纪念。还愿仪式酬谢护佑之神的同时，重申了瑶人以姓氏

和血缘为基础的对原家的追忆。他总结道：“家是瑶族社会的核心内容，因不断迁徙造成的 ‘无家’

感，并没有使瑶人成为漂泊的无根之民族，反而让瑶人更为注重观念与记忆之家，并进而以原家以

及由此形成的姓氏和血缘为基础，构建勉瑶的族群认同。”②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瑶族的跨界研究，也是对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对东南亚各国

整体性区域研究的重要载体。希望今后何海狮能从跨界瑶族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对我国西南地区与

东南亚各国的跨国研究，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提出的开展 “南方丝绸之路”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着他今后的研究能迈出国门，进入全球化的视角，进一步拓展瑶族研究

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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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

———以 “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

王　传

　　摘　要：史禄国被誉为对中国民族学界 “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其在中国学界的际

遇，以 “云南调查事件”为界限，前期礼遇尤佳，此后则受到学界诸多非议，惟傅斯年挺

身而出，为之辩护。史氏受到学界非议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学术转型时期，彼时中国学者

学术视野狭窄，对国际学术新潮的把握严重不足；二是现下学界在研究材料的选择上具有

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史氏作为该事件主角的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表达，致使整个调查

事件中某些重要的事实长期未能被揭示出来。

关键词：史禄国；傅斯年；中大语史所；史语所；云南民族调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３５／ｂｅａｙｎ１８０２

史禄国 （ＳＭＳｈｉｒｏｋｏｇｏｒｏｆｆ，１８８９—１９３９），生于俄国中部的 Ｓｕｚｄａｌ市，１９１０年获巴黎大学语言
学博士学位后回俄。“十月革命”之后，史氏作为 “反动学术权威”被迫流亡海参崴，在远东大学

教授 “人种志”课程，１９２２年后一直旅居中国，先后供职于厦大、中大、史语所、清华等教研机
构，１９３９年病逝于北平。在史氏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其生平学识渐为中国学界淡忘。直至１９９４
年，其弟子费孝通发表两篇文章，追忆史氏的生平学术，其在中国的事迹逐渐引起海峡两岸学人的

注意。然不幸的是，伴随着史氏研究的开展，因在云南调查中的 “叛逃”行为，致其在中国学界的

负面形象似乎难以摆脱。

学界对史氏在该事件中的研究论点，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一是以费先生为代表，认为史氏人类

学研究是从 “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其主张的人类学理论，“在中国不可能为同辈学者所理

解”，中国学界大多不能读懂这位 “世界级的学者”。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史语所在１９２８年的云南调
查中 “所托非人”以至史氏 “临阵脱逃”，“玷污了史语所的声誉”，而傅斯年为了顾及史语所的颜

面，“多方为之文饰”。②第三种观点比较公允，认为史氏在云南调查提前离队，应该批评，但从理性

来讲，彼时 “史氏已经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性情不免趋于平和，更何况家属在身边，需要关照，

故不敢冒险。此乃人之本性，并非史氏之胆怯”。相反，正是因为史氏的胆怯，衬托出杨成志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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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简介：王传，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费孝通著 《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５、７７页。
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学生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８页。



精神，成就了后来的创举，一举奠定了杨氏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①

事实上，史氏在进入中山大学前后，尚有数种调查报告、论文手稿以及书信至今未曾发表。这

些鲜为人知的材料原文俱在，迟早要经受学术史研究的严格审视。拙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

“云南调查事件”入手，重点发掘有关档件材料，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云南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研

判史氏与中国学界的关系，进窥学术转型时期国内学界对国际学术新潮的理解与把握程度。

一、“事件”中的史禄国与傅斯年

史禄国任职中大，得益于任教厦大、深知史氏学术成就的张星?大力举荐。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张星
?致函中大教授罗常培，认为史氏学养深厚，读其书，“且与谈论，洵不愧为学者”，“此人极宜罗

致，以增校光”。１２月，罗氏回信告诉张星?，中大语史所已预定聘任史禄国为研究教授，而史氏
本人也亲赴广州接洽。② 傅斯年与史氏在中大相遇之前是否认识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在１９２８
年４月５日，即史氏抵穗的第二天，傅斯年偕史氏同去拜访顾颉刚，可见至少在此时二人已建立了
直接的交往关系。③ ４月１６日，史氏与中大校方正式签订聘用合同，规定史氏的工作须以中国南方
人种研究为主，在学期内未外出调查时须在大学讲授人类学、人种学及实习等题目，负责训练研究

助理和学生，以养成学生正确的科学知识、方法及实验操作的能力。④ 因而史氏到粤不久开始用英语

讲授 《民族学之一般概论》，校方开设此科的目的是为将来开展人类学调查做预备。⑤ 经过两个月的

筹备，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大校方宣布将田野调查地点选定在云南凉山，整个考察计划由史禄国主持，
成员包括史氏夫人和杨成志，后又加派容肇祖会同前往。

目前学界对史氏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表现的材料，主要来自杨成志给傅斯年和顾颉刚的信件，这

些信件均公开登载在 《语史所周刊》上。另外，容肇祖给傅斯年的两封信件均未刊出，可能是因为

信中对史禄国的不满言辞过于激烈。不过，这两封信的内容曾被台湾学者王?森和苏炳同先后征引

过，于是连同之前刊出的书信就成为学界研究云南调查事件的主要资料。

根据这些材料，云南调查的经过大致如下。７月１２日，考察团由广州出发，先后经过香港、越
南到达昆明。在昆明约一个月，因去凉山路上土匪未靖，“行期累延”，容肇祖因 “中大开课在即”，

不能久留之故，先行回粤。⑥ 史禄国因不敢前往 “土匪遍野，山谷崎岖”的目的地，这使杨 “失望

极了”。⑦ 不得已杨成志选择千里走单骑，开始了长达两年以罗罗族调查为主的田野考察工作。据此，

学界得出云南调查事件的基本结论是：史禄国胆小畏事，中途退出，成为众矢之的；杨成志则坚持

调查，应受到褒扬。

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史氏返回广州后，中大教授会开会并借助于英文翻译当面质问史禄国。不过，前
后几次会议傅斯年不仅没有参加，反而力排众议，表达出明确支持史氏的态度。对此，顾颉刚日记

中有明确的记载：“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情，缉斋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

得不为调人。”⑧ 在调查事件发生之后，面对中大校长与诸多教授一片质疑之声，惟傅斯年一人挺身

而出为史氏辩护。傅斯年此举真如学界所说是为了挽留史语所的 “颜面”么？还是另有隐匿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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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值得深入辨析之。

梳理调查事件过程中斯年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史禄国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傅斯年对史禄国治学理念的认同。众所周知，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虽未修过历史学

课程，但却广泛地听取了包括人类学、语音学、医学心理学等课程。① 受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早

在１９２４年，傅氏归国前夕就极力强调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的重要性。② 此后在中大、北大任教时，
曾为学生开设 《统计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对于统计学与历史学之关系均有不同程度

的阐述，③ 其 《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就是一部运用统计方法来分析思潮的典范之作。④ １９２８年，傅
氏在 《史语所集刊》的发刊词中，说到 “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主张将自然科

学知识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使史学研究 “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并宣称 “要把历

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⑤

在人类学研究的实践中，史氏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的欧洲传统

的人类学研究模式，而采取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调查的实证主义方法。⑥ 在史氏正式入职中大之前，

其调查的足迹早已遍及中国的东北和华东地区，就这一点来说，与傅斯年所倡导的为收集研究的材

料，走出书室，“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理念高度一致。

另外，史氏在进入史语所之前出版的 《民族单元与环境》 《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和 《中国人

发育之研究———江浙之部》等著作中，运用了滑动竖尺、横规尺、双脚规等测量工具，来测量人体

不同部位的数据，并用统计学方法处理了千余个调查对象的人体生物学的测量数据，借此来找到东

亚人的体质类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史氏在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将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

学的基础，而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理现象，去发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中的差别。但史氏的研究并

未停留在生物学的既定范围之内，而是 “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

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从而把人置入自然现象这种，作为理性思考的对

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⑦ 由此可知，在以进化论为指导，并将数理统计等自然科学的

研究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扩充研究工具；主张通过调查，扩充研究学问的材料等治学

理念上，傅史二人高度契合，这是傅斯年支持史氏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傅斯年对与史禄国调查前后实际工作成绩的肯定。史语所保存有史氏给傅斯年的工作计

划以及数封私人信件，用英文或法文书写。这些资料多成于云南调查之前，内容涉及史氏的调查研

究工作计划及实施情况，多带有一定的私人交流的性质，除了傅斯年之外，外人恐鲜少知晓。１９２８
年，史氏甫至广州，向傅斯年提出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的构想。史氏计划首先训练一批助理员，对

中国南北部，以及长江流域的居民进行人类学体质测量，这些测量计划实际上是史氏先前在上海时

对江浙一带人类学调查工作的延续。史氏拟在完成中国全境的人类学调查之后，最终著成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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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发育的进程》一书；① 其次，除了计划测量中国各地人种体质之外，认为最迫及之任务有三项：

在广州建立人类学研究中心，其工作包括一所 “特别实验室”，用来收藏中国境内骨骼和头骨材料，

以及比较人类学材料，并在其监管之下，在当地设立民族志博物馆中心；尽快出版调查研究的结果；

通过公众演讲及其他方式对人类学进行宣传。② 在史氏看来，从事这些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工作，为蹒

跚学步的中国人类学工作者 “起到一个好的范例”。③

此外，由于前往云南预定区域的工作计划屡次延误，不得已史氏将调查集中在昆明及其周边地

区。从最终的调查结果来看，收获不可谓不丰。在昆明附近，史氏先后对学校学生和犯人，以及士

兵进行体质测量。同时，在昆明城周边最大范围内搜寻罗罗人，并尽可能通过他们的语言来进行交

流。后来，随着出发的时间再一次被推迟，史氏 “幸运”地找到了更多的罗罗人，遂将在昆明进行

人类学调查的工作由个人扩大到新的群体 （家庭）。通过数月的调查，先后在学校、监狱、军校、中

小学等单位完成活体测量两千余例。对于这些材料，史氏颇自信地认为 “与南方的族群在源流上建

立了某种联系”。④ 此外，《中国南方人发育论》、《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先后在广东完成并出

版，史氏在粤期间工作的研究成绩有目共睹。

１９３０年５月８日，中大校方函告傅斯年，史禄国因 “聘约现届期满，拟不续定”。⑤ ５月２３日，
史语所随即召开所务会议，会议委员会对于史氏两年来所从事的工作表示 “由衷的欣赏”，决定任命

他为专任研究员，并尽快出版其手稿。⑥ １９２９年，史语所主体迁至北平，考虑到广州及其周边省份
因有丰富的人类学材料可供调查研究，傅斯年将史语所人类学组作为支部继续留守广州，并将在粤

的研究工作与所务托付史氏主持，足见傅氏对其前期工作的肯定。

第三，傅斯年筹办史语所，夺取 “东方之正统”，网罗 “志同道合”的研究班底，在汉学人类

学的研究领域，史禄国无疑是最佳人选。史语所创所的核心理念是 “学贯中西”。１９２８年初，史语
所筹备期间，傅斯年主要以中大研究人员为基础，除史禄国之外，其他学者如顾颉刚、罗常培、董

作宾等人，都是未出国门的本土学人，以这样的团体恐难与外人争胜。于是到五月份的时候，傅斯

年重新规划，拟聘胡适、陈寅恪、赵元任、刘复、李济、冯友兰、余大维等留洋的新派学者十数人。

由此一方面可见傅斯年治所的国际化视野；另一方面反映出他要与欧洲汉学一较高下的学术雄心。⑦

傅斯年的学术雄心，从其与顾颉刚的学术争执中可见一斑。彼时的中大语史所，以顾颉刚为首

的学者群，开展的民俗学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是从该所所出版的一百余期刊物，以及３９种民俗学著
作中，并未看见傅斯年的只字片言。当顾颉刚在 《民俗周刊》发刊词中积极提倡 “站在民众立场上

来认识民众”，“拼命”印刷 《民俗丛书》时，傅斯年却认为 “这本无聊，那本浅薄”；⑧ 并谓顾颉刚

是 “上等的天分，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带有嘲讽意味地建议顾颉刚抛弃历史学改 “向民俗学

方向发展”。而顾颉刚却认为： “材料是客观实物，其价值视用之者如何耳。岂能分高下乎！”⑨ 这

些，与其说是傅、顾二人对民间材料的态度不同，不如说是二人在治学总体精神上存在差异，从后

来他们在史语所筹备时的分歧中可以看到：傅旨在提高，而顾则重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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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顾回忆，当时他与傅斯年、杨振声三人奉命商量筹备史语所时，由于杨振声是文学出身，对

史语所方向性建设不置一词，而他与傅斯年的 “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① 傅斯年倡导科学方法，力

求专精，以提升中国的学术品质，扬言近代学术只是少数或几个人的事，主张 “只要有十几个学究

的书院，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在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② 而顾则

不同意傅的看法，主张以普及为要务，认为：“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作提高者之基础也。”③

俩人出现此种争议实与各自的学术经历有关。顾回忆到：“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后尘，且

与之角胜，故旨在提高”。④ 杜正胜指出傅 “表面上向外人学习，内心里则把西方的汉学家当做主要

的对手”。⑤ 他们的分歧起先是引起 “口角”，后来进一步恶化发展成 “破口”对骂，遂使二人 “十

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⑥ 恰在傅、顾治所思想出现分歧之时，中央研究院准备在中大语史所基础

之上筹备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竭力忙于筹备工作，无暇顾及语史所事务，这正好给了顾颉刚贯彻

其治所精神的最佳时机，因而语史所倡导的 “眼光向下”的研究姿态正是顾颉刚治所思想的反映，

而与傅斯年的关系不大。杜正胜在评价语史所、史语所时认为两所 “一个土派，一个洋派，可以说

是不同体质的双胞胎”，⑦ 这也正好说明了顾、傅二人办所方针虽有所不同，但各具特色是明显的。

以傅斯年治所的眼界与目标，创立史语所 “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同时亦须竭力设

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⑧ 以这个标杆来说，至少在汉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要

得到与欧洲争胜的目标，史禄国是位难得的合作伙伴。如果从国际人类学发展史来看，史禄国作为

一战后初露头角的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其研究理论与实践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⑨ 在

史氏入职中大前后，其调查的足迹遍布中国东北、江浙沪、皖、粤等地，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写成的

论著发表之后，已引起了来自于英、法、美、德等欧美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如 １９２８年 ４月，
ＣＷＢｉｓｈｏｐ教授曾对史氏发表的论文展开评论。认为史氏通过个人的努力，在经历无数的困难与失
败后，“以其大量客观的体质测量，奠定了人们对东亚认识的基本知识，从而取代了先前人们作为旅

行者认识东亚的主观印象，应得到不小的赞许”。瑏瑠 由于史氏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兼顾通古斯的体质

类型和文化两方面的讨论，对通古斯的研究具有突出贡献，被誉为 “通古斯人类学的杰出权威”瑏瑡。

诸如此类的赞誉，还有很多，兹不赘言。纵览当时世界学术界，在汉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无人能

出其右，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邀请史氏进入史语所，对于傅斯年来说，至少能实现在汉学人类

学的研究领域超越欧洲 “汉学”的目标。

史禄国没有辜负傅斯年的期望。史氏虽然在史语所的时间不长，但之于史语所的贡献不小。前

史语所所长杜正胜赞誉史禄国 “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或可比拟考古学界的安特生。瑏瑢 另一位熟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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